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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讀書》的轉型看中國學術媒體處境的尷尬

⊙ 劉工昌

 

我是一個《讀書》的普通讀者，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為我訂過幾年的《讀書》，另外《隨

筆》《書屋》《天涯》《收穫》集中起來每年訂兩三種，因為沒甚麼能力，時間也還比較

多，相應看的也就比較多，所以對這些東西也就有點發言權，近聞《讀書》說要更換主編，

說是風格要變，我心裏有些不安，我想在這個多變的時代作為一份主要看讀者來贏得口碑的

雜誌，變是應該的，但如何變我覺得卻是要格外的慎重。

我先說說對《讀書》的印像。我沒有在《讀書》上發過文章，以我的身份和能力今後也斷難

在它上面發，但我要說句實話，在我所訂的雜誌包括我所接觸（說的更直白一點就是投稿

吧）的學術性媒體中，《讀書》給我的印像是最好的，我這麼說不是處於恭維，像我這個年

齡和處境也犯不著做這樣的事，只是基於最平常的一點，那就是每次我給《讀書》所發的稿

件（基本上都是電子郵件）中，沒一篇發了，但幾乎都得到了回覆，有些是大眾化的公式化

的，有些則是明顯看過後給的回覆，我覺得對一個普通的作者來說這是最大的尊重，像我這

樣既無身份，所寫的又不上檔次的人的東西尚且如此，我相信對對其他寂寂無名的但弄出的

東西有分量的作者也一定是如此。《讀書》被視為許多讀書人心中的聖殿，但在對待普通作

者的這份坦誠平等，我覺得是中國其他的學術性報刊所很難做到的。有多少編者在拋頭時掛

著一副虛心納賢的牌子，但真到把關時一看底下的落款就換了一副面孔的了。所以不管人們

對汪暉、黃平先生的離去怎麼看，也不管後來者怎麼變，在他們主持時那種一視同仁民主公

正的秉風都應該是《讀書》最為珍貴的遺產。

接下來我想談談我對《讀書》的一點想法。我記得前些年不知哪所大學還是哪家雜誌發出

「要讀書不看《讀書》」這樣的話，引起過人們的好一陣議論，現在據說又面臨著銷量的危

機，各種壓力使得它又走到一個十字路口，《讀書》究竟該往何處去，是每一個關心它的人

所真正關注的問題。我覺得在我們回答這個問題之前首先要搞清楚今天的《讀書》究竟存在

的是甚麼問題。

《南方人物週刊》曾引《讀書》主編黃平的一句話：「前輩們相繼謝世或者因為年齡原因而

擱筆，很多新一輩作者不僅文言文訓練差，白話文也不是那麼好，外文更夠嗆」。更多人就

此發揮說是大量的歐化語言妨礙了讀者的興趣，這是《南方週末》那篇文章裏很多所謂的老

《讀書》人緬懷往昔《讀書》歲月影指現今《讀書》的基本腔調。說實話聽這樣的話不是一

天兩天了，我搞不懂的是，我們每次一遇到這樣類似的問題時總要習慣性的向過去轉，並且

總要把一些很複雜的社會問題簡化為一個簡單的技術問題，這樣做往往是最容易也是最安全

的。是不是把它的作者換成為年紀大的有文言白話英語底子的人來寫，問題就解決了？在現

今社會大背景下，那種刻意強調本土本宗的審美屬性，總是令人可疑的。

2002年第七期《讀書》發表了〈我的困惑，三農尋思錄之一〉，到了同年第八期有一個回



饋，在有讀者善意的指出文中小的認識偏差後，大家幾乎無一例外的表達了由衷的敬意：

「太好了」，「說的太好了」，讓這些心高氣傲私下裏彼此間誰也不服誰的學人們說出這樣

的話來是很不容易的，該文的作者李昌平並非職業學人只是一鄉村幹部來的，他能讓人這樣

很顯然不是因為他的文言英文水準，就是理論功底都還存在著明顯的缺陷，但卻贏得了真正

的認同，因為他展示了一種令這些行文行事方面都很虛的學人有些陌生的坦誠，這種坦誠是

這個圈子內的真正稀缺又帶了某種令人感動的成分。同時李的身份又使他具備這些讀書人所

不具備的對中國底層生活的熟悉，這就使他的表達既有來源於草根又有著超脫一般草根瑣屑

的思索，又避免了學術界這個江湖圈子固有勢力的裹脅，顯示出與整個說話越來越穩妥、行

事越來越精明的學術圈所難得一見的真淳，還有某種近乎幼稚的執拗，這是今天的《讀書》

所真正缺乏的，也是整個中國學術界所最為缺乏的。

今日《南方週末》發出〈誰的《讀書》〉一文，為了表明自己的傾向請了一些從前的名家，

這中間有一位從前在這裏發過90多篇的作者，努力給人營造這樣一個印像，由於這些名家對

現行《讀書》風格改變的不滿意而沒有為它撰稿，從而導致《讀書》讀者群的流失。看到後

首先感到的是悲哀，作為一份每月才出一期的雜誌，你能在上面發90多篇，這是一個甚麼概

念呢？我記得好像是陳平原先生懷著尊崇的心情列舉過曾在《讀書》上發過至少兩位數以上

文章的名家，我看後也有同樣的疑問。當一份在知識份子心中享有聖殿地位的刊物成為一些

人的後花園，這還算一種榮耀？我們真的是這麼需要這些名家嗎？我同樣要問的是，這麼多

的作為招牌推出的名家名片，到今天仍然為人們所記住的有多少？不管人們怎麼看《讀書》

的主編，至少在我訂它的時間沒出現這樣的情況，但我訂的其他雜誌有些卻有非常明顯的這

樣的傾向。在一個特別講究人脈講究人情的國度，《讀書》這樣做卻沒有贏得該有的珍重，

反而景遇有些悲嗆。中國的學術圈形成了一個可怕的金字塔，身在塔尖的那些所謂的名家成

了這個社會最忙碌的人，各種趕場的場所總少不了他們，他們其實很少有工夫真正靜下心來

搞點學問，而真正對社會底層比較熟悉又有足夠的時間和耐心來思考的人卻被牢牢的壓在了

塔底，他們是這個社會的沉默的大多數，其實對甚麼都知道，卻根本沒有訴諸話語的權力，

像《讀書》真正要開掘的是他們。在金字塔的頂端當然也有這樣的人，在《讀書》中我覺得

這方面做得最好的是溫鐵軍先生。

〈誰的《讀書〉》一文裏還引用了許多老學人的說法，大致是說如今《讀書》的文章他們看

不懂。言下之意是這些聲明卓著的大師都看不懂，你怎麼能要求普通人能看懂進而喜歡？這

也是目前對《讀書》的批評聲中最有群眾基礎的。對這個問題我覺得要分開看。既然你承認

《讀書》是個公共平台，你就應該容忍有你所看不懂的東西出現，在分工越來越精細的現代

社會沒有誰是真正的又全又專的人。同時《讀書》也必須要正視這些批評。《讀書》中有大

量的文章是關於一些深奧的哲學或經濟學著作的介紹，有一個叫春風三郎的網友說，它不像

是在談讀書這件事，而是似乎是哲學家在創造、介紹一種普通人看不明白的理論。它起碼應

該做到像我這樣的小知識份子看得懂，會拿著它慢慢體會。相信很多人都有這樣一個感受，

這裏面甚麼都有就是沒他自己。如果你的介紹還停留在原書的深奧，人們在中間看不到作為

引進者本人適當的嵌入，也看不到這種嵌入再結合現實所引發的有價值的思考，缺少一種由

深入到淺出的過程，看的人自然沒耐心再跟下去。也許有些東西是真難做到的，那就需要引

進者下大的工夫，我相信絕大多數讀者都是這樣期望的，你不這樣做，你就很難真正打動

他。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問題是，很多作者在介紹這種書時不知不覺採用的還是一種論文式的

語調，缺少特有的一種拉近人的平易，這也使得很多讀者剛一接觸不自覺就避開了。這裏有

一個基本問題要搞清楚，作為引進者的你讀原著時抱的是研究的心態，而看的讀者首先抱的

是瀏覽甚至可以說是消遣的心態，只有當他覺得你能足夠吸引他時，他才可能真正靜下心來



細心的咀嚼。深入的思考平易的關聯貼近現實的的極其自然的勾連想像，這些看似沒甚麼卻

是《讀書》的作者所特別要注意的。

在說這個問題時我有另外一種擔心，范用先生希望《讀書》的讀者對像，回到「喜歡看書、

不是做學問的普通人」，我想范先生的初衷可能還是希望《讀書》能回到它的本初定位上，

風格「尊重文人氣，重視文風」，作者讀者以文人或與之走得較近的文人化的思想家為主，

也就是他們那種「老式出版人的交往方式，有親和力、人情味的以文會友的方式」。如果單

純就風格而言，現今的《讀書》的確與它有很大的差異，基本上是以經濟學或哲學理論文章

為主，的確可以做這方面的考慮，像這種說法代表了目前大多數對《讀書》不滿的人的想

法，它實際上是10多年前《讀書》所走的老路子，人們懷念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當這種懷念

變成一種主要的反對聲音，甚至要完全否定這10年來的路，重歸10年前的路子時，卻是要警

惕的。實際上目前的《隨筆》所走的就是這一條路，因為我在訂所以我有發言權，《隨筆》

裏那種平易親和某些細節的確在，某時也能閃爍出動人的力量，但它過於瑣碎纖細抒寫的缺

少控制，尤其是所抒寫的物件過於狹窄也妨礙了思想品位的拓展，缺少理性的深度。《隨

筆》這樣做有它的道理，但作為最為承載了中國知識人希望的《讀書》也這樣的話，我覺得

是一種悲哀。我不是一個做學問的普通人，更準確的說，我是一個一點學問也沒有的普通

人，但我就不相信真的就弄不出供做學問的普通人所喜歡的東西。

2000年《天涯》轉載了阿瑪蒂爾森先生的〈論民主價值的普適性〉一文，談論民主本是極其

抽像也是吃力不討好的事情，但作者卻把它說的深入淺出，實在令人嘆服，時隔這麼多年仍

叫人印像深刻。而同時也就這個話題發了潘維先生的〈民主迷信與中國政體改革的方向〉一

文，遭到很多人的批評，甚至後一期還專門有一篇針對此文的批駁文。你不能怪中國的讀者

崇洋媚外，問題的關鍵也不是誰對誰錯，而在於你對你所說的那一套是不是有真正深刻令你

自己信服的把握，是不是對你依託的現實有著同樣深刻並且令你自己信服的把握，如果真做

到這樣，再把你的理論應用到現實中或從現實中再看你的理論，就不會讓人感到半點的不適

或者說半點的硬意嫁接的痕跡，很顯然這兩篇文章就為我們提供了兩個很好的範本。所以寫

學理性的文章並不是不能吸引人，關鍵是看寫作者本人對你所寫的東西和你所依託的現實有

沒有深刻而又令人信服的把握上，如果你真能做到這樣，不愁你寫不出思想深邃風格平易親

切的東西來。

《讀書》的第三個讓人詬病的地方是「偏重一類聲音、一家之言，沒能相容並蓄，沒能讓讀

者在全面了解後自己去選擇」（查建英之語），批評它失去了公共平台的氣質，成了「左派

論壇」。我覺得有很多說這話的人也許是根本沒怎麼看《讀書》，作為一份帶有強烈學理性

氣質的刊物，它其實是在有意無意的避開雷區叢生的社會政治第一線的，即使出現過對郎咸

平事件的討論和邀請哈貝馬斯本人參與的座談會，也基本上體現為純經濟和純學術性質，基

本上不涉及到政治傾向，所以我不知道「偏重一家之言」甚至「左派論壇」從何說起。我想

人們之所以這樣認為，很可能是把90年代以來在複雜的社會政治環境下中國學術界的整體走

向全部算到《讀書》頭上來了，這一方面反映了《讀書》在人們心中的地位和人們對它的期

望，另一方面也顯出了作為一種獨立學術刊物它生存的艱難和無奈，你讓它怎麼做才滿意

呢，你總不能讓它脫離具體的國情而存在。實際上比起同期一些其他的刊物，《讀書》是溫

和的理性的，我們只要看看《天涯》上張承志所直接發出的抵抗美帝國主義的宣言就不難明

白，能看《讀書》上的東西還是幸運的。

在為《讀書》的辯論中，汪暉先生的一席話很值得玩味：「如果所有最重大最深刻的問題我

們都不能去觸及，這叫甚麼人文精神？那不是在把《讀書》變成消費品嗎？」很顯然汪先生



認為造成今天《讀書》讀者群的流失，是因為《讀書》關注最重大最深刻的問題而忽視了對

讀者日常品位的迎合，對此我是這樣看的。我贊同《讀書》持續對最重大最深刻的社會問題

的關注而反對把它辦成一份純粹文人口味的雜誌，但我同時認為，《讀書》讀者群的流失不

是因為對最重大最深刻問題的關注，恰恰相反，正是因為它對這些介入的不夠全面、不夠及

時、不夠深入才導致現在的情況。這最近的10年，是中國社會結構變動最劇烈也是中國人心

理變動最劇烈的時期，作為一份承載了知識份子最多希望的雜誌，我們驚訝的發現，我們很

難窺見這些東西在它上面的印記。

如果單純就這些東西取悅讀者可以說是「媚俗」，但如果深入刨析這些東西，有時甚至以集

中的熱點表現出來的，比如「入世」、「非典」、郎顧之爭、國學熱、韓白文壇之爭，丘成

桐與北大之爭，地產與股市熱，新聞媒體有新聞媒體的方式，學術媒體有學術媒體的方式。

對它們的關注不是「媚俗」，卻更能顯現知識份子的責任和良心，因為這些熱點恰恰是中國

社會轉型期各種矛盾的聚焦點，對它的深入刨析能讓我們更清晰的了解事實的真相，體會遠

遠不同於書齋中所想像的中國人心趣演變的心理軌跡。這方面《財經》和南方報業系統就做

得很好，就像《收穫》的「走近魯迅」系列也做得不錯，《讀書》前不久的關於賈樟柯的

《三峽好人》探討就不錯，關於它的深度品位是我所看到的最好的，但也仍然只是作為一個

單純的技術方面的探討，而對最能引起讀者反應的也是賈樟柯本人在這部電影公影前所發起

的「遍地都是黃金，哪里還見好人」的論爭卻沒有涉及，對它的深入挖掘實際上是對中國電

影、電影觀眾群體心理、支配著或阻礙了中國電影前行的真實原因的一個很好的切入點，隨

著進程的深入參與群體的廣泛，完全可以起到查建英女士所言的「追求獨立思考、自由精神

的氣場」。有些也許不便全民參與的像郎顧之爭，請的一些經濟學家的討論也沒甚麼新鮮的

東西，分量最重的該是姚洋的〈國有資產流失的真與假〉和汪暉的〈改制與中國工人階級的

歷史命運──江蘇通裕集團公司改制的調查報告〉，可是這兩篇一篇是在《讀書》很不起眼

的「短長書」專欄還是小字，一篇為了避嫌放在《天涯》上，如果兩篇同時出現在《讀書》

上，並且還列一篇國外學者關於它的東西，效果會怎樣呢？

《讀書》該向哪里去？今天在這樣一個重要的關口許多相關的人都明智的管住了自己的嘴，

還有更多的人在冷眼旁觀，人們懷著不同的心情看著它，不見有誰上來扶一把。在這樣的時

刻查建英女士能夠站出來說一點自己的想法無疑是需要勇氣的，有網友說，在這樣的時候最

能看出中國的那幫爺們的度量和膽識。和所有對《讀書》抱著善良願望的讀者一樣，查女士

說出的也是我們這些人所希望的，《讀書》能成為一個相容並蓄的公共平台。但作為一個一

直在這裏生活的中國人來說，這實際上只是我們大家的一個願望。《讀書》不可能，事實上

在中國許多更有條件做成這樣的包括在這次可能變動聲中喊得很響的一些媒體，他們也根本

沒達到這樣的境界，在它們身上其實也看不到半點這樣變動的痕跡。查女士說「這10年的

《讀書》我很少看」，說明她對這10年的《讀書》其實是陌生的，而同樣陌生的還有曾令她

無比熟悉而今卻已完全變了樣的整個大陸學者群。

與查女士出去時相比，這是一個經濟收入社會環境政治地位都已不可同日而語的階層，傳統

的一極化權力對人影響日漸式微，流行的消費主義時尚日漸清晰的深入人們的肌體，而以所

謂的名校名門名刊名師為主的學院派慢慢開始爬升，逐漸構成了整個社會的第二權力話語。

隨著一極化權力對普通人生活喪失了實際上的號召力，以學院派為主的第二權力話語逐漸佔

據社會的主導地位，隨著經濟地位的顯著改善，政治地位也逐漸上升，而有知識的文化人的

頭銜又使他們輕而易舉的贏得公眾信任，從而對整個社會的影響力不斷加強，他們實際上也

取代前者的意識形態功能而借助自身知識資源優勢向公眾發號施令。對普通民眾就是知識人



而言，已經基本上談不上甚麼信仰、精神，乃至超越於個人之外的任何帶國家或民族色彩的

責任。應該說，這是一個社會走向文明走向秩序走向理性的趨勢。但問題的關鍵是，由於他

們在權力高端缺乏獨立性，為保持與主流權力的一致性，只能選擇了遠離生活第一線大步向

內轉，致使90年代以來整個社會尤其是文化領域創造的活力消失殆盡，處在話語權上端的俗

稱知識份子的一方，一方面在充分享受與底層生活掛所帶來的巨大利益，同時又巧妙的利

用固有的權力秩序把自己扭結成一個封閉堅固的利益群體，拒絕開放，拒絕新鮮血液的輸

入，形成一個誰都明白的既得利益集團，卻偏偏要把自己打扮成一副高尚模樣，這一方面極

大傷害了圈子外的人們擠進來參與的積極性，另一方面又使這種與權力走的太近遠離公眾的

發號施令的權威與公正性倍受懷疑。這是目前中國學術媒體不能成為公共平台的關鍵所在。

時勢的變遷決定了80年代中國的知識媒體間那種天真又不乏熱忱的論爭早已成了「溫馨的回

憶」，隨著身份由參與者變成了主宰者，他們所能控制或施加影響的媒體相應地也就由公共

平台變成勢力範圍。如果稍一留心中國的這些媒體，說甚麼風格都是搬出來糊弄人的道具，

說他們都有一個相對固定的作者群卻是千真萬確的。我們經常把那些搞著經濟與權力走得很

近的人稱為既得利益者，其實如果從「名」的角度講，每個人心裏都知道，同樣有一個既得

「名」益群體存在。他們大多已成了新一輪話語權的發佈者，他們心中是根本缺乏自由論爭

的原動力的。如果有論爭，多半是「核心」與非「核心」，主流與普通之爭，說到底，是新

形勢下權力再分配的利益之爭。

還是回到《讀書》，《天涯》的李少君說，《讀書》無疑是國內目前最好的思想文化刊物，

多少號稱辦得好看的同類雜誌，沒有一本能超越它，甚至很快就垮下去了。說到個別文章比

較專業的問題，要具體分析，比如溫鐵軍的文章是比較專業，但所討論的問題非常重大，我

們《天涯》也發過很多，其思想含量與學術含量，沒有多少文章可以媲美，他提出的「三農

問題」等話題，甚至影響了學術潮流和思想潮流，並成為國策依據，你說這樣的文章要不要

發。至於一些老讀者說看不懂的問題，我覺得每個人讀書，本身也要與時俱進吧，要活到老

學到老吧，不能說你看不懂就不好吧。

同為學術刊物的主管，大家都能體會他說這番話的目的。但有一點他說的沒錯，《讀書》在

今天之所以還能被人所提起，就是因為它還有一點屬於自己的東西。在具體的國情面前，像

我們這把年紀的人從來不會奢望它能達到查女士所說的那樣的境界。簡單的說，還是那三

點：擴大作者的參與面，主要來源於對底層生活熟悉又有著獨立思考能力的人；適時轉變語

言風格，必須在不影響內容的深邃和對現實深刻而自然的關聯上；能對社會的重大事件和熱

點做持續深刻而理性的關注。在基本保持自己特點的基礎上，能做些力所能及的調整，就足

夠讓人心安了。

劉工昌 江蘇省常熟市冶塘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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